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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知识溢出、治理效应与 

产业集群创新绩效 

叶海景
1
 

【摘 要】：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通过知识溢出和治理效应影响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集群内存在兼具正效

应和负效应的知识溢出，龙头企业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知识溢出的速度和规模，发挥知识治理的作用。在相关文献

综述的基础上，以温州地区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知识溢出与治理双重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表明该

区域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存在

正向影响却不够显著；相比较传统产业集群，新兴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深入剖析

实证结果着重提出了提升知识溢出与治理正效应抑制负效应的多层次治理体系，加快实现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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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通常位居集群内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并占据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在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区域产业技术知识的主要发明者和传播者，龙头企业会逐渐成为整个集群创新的发动机 1。龙头企业与集群

其他企业因地理和组织邻近性极易发生知识溢出②,并且以自身知识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知识溢出的速度和规

模，从而发挥产业集群知识治理的作用。大量的研究证明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有利于集群内企业间知识创造和运用的循环往复，

进而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溢出与治理存在负效应，会降低相关企业的创

新动力，尤其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制造业领域容易带来产品同质化与过度竞争(1),从而影响到龙头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致使

其采取抑制知识溢出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以民营经济为主要特色的“温州模式”备受质疑，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步伐缓慢，新兴产业缺乏竞争优势同比差距大，

如何发挥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带动作用进而提升整个集群的创新绩效成为热点难题。当前，温州地区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对产

业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究竟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如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而言，

这种影响是否有所不同?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已有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创新网络与价值链这两个视

角，本文从群内龙头企业创新驱动这个微观视角，引入知识溢出和治理效应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以期最大

限度提升龙头企业知识溢出和知识治理的积极效应，对于创新型产业集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一、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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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头企业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现有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或创新能力的研究大多关注集群整体层面，集中于对内创新网络和对外全球价值链两个视角。创

新网络视角认为群内企业处于创新网络内，网络内各构成要素均对集群创新绩效有重要影响；全球价值链视角代表

Humphrey&Schmitz(2)认为集群创新绩效提升就是集群企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取附加值的能力，实现由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

环节转变。“双视角”理论关注集群整体，且忽略了群内企业是异质性的，比如位居集群核心地位的龙头企业往往有较大的影

响力，其科创行为对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会产生重大影响。 

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途径主要通过知识溢出和知识治理。龙头企业的创新溢出到集群中，群内其他

企业因地理位置临近、互补或共性关系获得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创造的新知识又溢出到集群中，形成累进的相

互溢出，知识总量螺旋上升(3)。龙头企业因为知识外溢得到合理补偿获得更大创新动力，同时通过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增加群内

企业交流合作促进知识溢出。这是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通过知识溢出和治理效应提升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理想状态，大量学者

的实证研究也直接或间接证实了这种正向影响，但是这种理想状态的存在需要一个假设前提，即知识溢出意味着私有知识变成

公共知识，每个企业在享受此类公共知识的同时，会以“支付”自身创新的知识溢出作为成本(4)。现实中却会出现一些企业搭便

车，坐等其他企业提供公共知识，尽可能减少自身创新投入，知识溢出反而抑制了企业创新动力，龙头企业也因为科创成果外

溢没有得到相应补偿而减少创新投入，或因为自身经济效益受到影响采取抑制知识合理流动的治理策略如减少群内企业技术业

务合作交流等，最终导致公共知识供给的困境和创新源头逐渐衰竭(5)。对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集群而言，知识溢出更

大的负面影响发生在创新商品化环节，知识获取方直接简单模仿，容易出现产品同质化恶性价格战竞争(6)。因此龙头企业的科技

创新通过知识溢出和治理效应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尚无定论，有待实证结果进一步检验。 

(二)龙头企业的知识溢出 

知识溢出已经成为理论界尤其是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知识溢出指知识的扩散、对流以及新

知识的创造，大多存在于多层次组织网络中，Audretsch 和 Feldman(7)认为研究知识溢出难点在于其发生机制、识别及测度。根

据传播方式不同知识通常可以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一般以文字、数据等形式存在，如专利、期刊等，能够以

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较大空间范围内传播；隐性知识则只能采取面对面、不断接触等方式在特定区域内传播，如人才流动、模

仿或企业间合作投资等(8)。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同时存在往往难以明确定量区分，在实证研究模型中很多学者并未将两者区分。

根据主体对象不同知识溢出也可划分为在同一产业内的专业化溢出和不同产业间的多样化溢出，专业化溢出的技术外部性理论

认为相同产业企业由于所需知识技术相近，在空间上的集聚更有利于知识溢出；Jacobs(9)等却认为，多样性产业集聚更有利于知

识传播、消化、吸收，比如跨行业融合性技术。众多研究表明传统制造业中的专业化溢出作用更加明显，而新兴高新技术产业

中多样化溢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集群产业不同、集群发展阶段及所处地理位置不同等都会导致两种不同溢出的最终效果有所

不同，对于不同性质的产业集群，要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知识溢出与治理的对策建议。 

(三)龙头企业的知识治理效应 

知识治理指采用一定的组织机构、协调机制进行知识的交流、共享和创新。Grandori(10)在对主流企业管理理论的反思基础

上最先提出知识治理理论；Choi(11)等认为知识治理会对知识分享、传递、吸收等产生巨大影响；Foss(12)深入研究认为必须形成

合适的知识活动方式和机制，才能实现知识价值最优化；Antonelli 和 Fassio
(13)
认为知识治理就是用来规范知识创造、使用、

分享过程中的规则和模式，进而将知识治理的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经济体系。现有研究对知识治理的具体内涵定义或许存在差

异，但一致认为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知识价值的最优化。现有产业集群知识治理的实证研究大多着眼于企业内部知识

活动的组织协调或外部治理主体如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影响，较少从龙头企业的角度出发研究知识治理效应对整个集群创新绩效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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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框架 

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通过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但是这种理想效应源于前提假设：知识是公

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假设在集群中同样成立，但非竞争性却可能不成立。在技术创新阶段，知识溢出

使得群内企业以更低成本获得所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累进创新，形成正向促进机制；然而在技术创新的商品化阶段，如

果群内企业简单模仿生产同类新产品，产量增加导致价格下降，直接影响到龙头企业的创新收益，则会抑制其创新动力。集群

企业创新动力的缺失从经济学上可以解释为知识公共物品属性引起的搭便车行为。对于集群整体而言创新绩效最大化的条件是，

群内每家企业都进行创新，知识全部溢出；而单一企业收益最大化的条件是，无论其他企业是否创新，自己都选择不创新。根

据理性共识假设，纳什均衡的结果是大家都不创新，个体与集体收益都为 0,即少数产业集群面临的“不创新等死，创新早死”

的尴尬境地；当然现实存在各类政策保护体制和奖惩机制，不会出现全部搭便车的纳什均衡状态，总有一部分龙头企业选择主

动创新，这取决于创新投入的边际回报率。同时，龙头企业的知识治理策略也是基于自身知识创造和使用效益的最大化，而非

整个产业集群。因此，龙头企业的科创行为是否对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是否能发挥积极作

用，主要取决于产业集群创新投入的边际回报率。 

从宏观角度看，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可以分为效率绩效、规模绩效和社会绩效三个方面，分别指集群创新的效率、创新的

规模以及集群创新对社会服务和经济发展的影响(14)。考虑到温州产业集群的实际，笔者选取了集群总专利数(IP1)、集群产品结

构性能改进(IP2)、集群新产品的研发速度(IP3)、新产品研发成功率(IP4)、集群新产品销售比重(IP5)、投资回报率(IP6)6 个

测度题项。作为集群内主要知识溢出源和治理主体，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选取了研发人员数量(TI1)、研发人员平均工资(TI2)、

新材料的使用(TI3)、新产品的研发投入(TI4)、生产设备的改进更新(TI5)、工艺流程的改进更新(TI6)6 个测度题项。

Feldman(2007)(15)在研究大量实证文献的基础上指出知识溢出尤其是隐性知识溢出很难通过直接的数据指标进行测量，通常运用

间接方法获得数据。Gooderham
(16)
将知识治理的测量分为市场关系、社会关系和层级关系三个维度，后续学者研究又开发了相应

量表。 

实践中知识溢出和治理效应主要包括直接合作、员工流动、企业衍生和非正式交流等途径进行纵向传导和横向传导，其效

应的发挥取决于产业集群的知识环境和各主体间的联系，笔者选取了与同行业企业的合作(KS1)、与供应商的合作(KS2)、与客

户的合作(KS3)、员工流动率(KS4)、企业主工作经历(KS5)、参加群内交流活动(KS6)6 个测度题项。在引入知识溢出和治理效应

阐述龙头企业科创行为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影响机理的基础上，确定本研究的影响路径模型如图 1 所示。实证模型中包括龙头

企业科创行为、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产业集群创新绩效三个变量，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正向影响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 

H2:知识溢出和治理效应正向影响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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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 

三、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量表设计和数据收集 

调查问卷设计了龙头企业科技创新、知识溢出和治理效应、产业集群创新绩效 3个量表，提出18个测度题项。概念模型中

知识溢出与治理的测度题项难以通过量化方法获得，少数龙头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测量指标如生产设备的改进

更新、集群总专利数等理论上可以量化，但温州本地产业集群的大部分龙头企业还是属于中小企业范畴，财务指标中的各项研

发技改投入计算并不精确，申报专利也不及时。综合考虑笔者采用主观评价方法 5级 Likert 量表打分法度量各个测量题项，与

前三年相比各测量题项所涉及的内容是否有明显改观，从 1到 5分别表示从不同意到同意，3代表中间态度。 

由于温州本地的产业集群以传统产业为主，高新产业所占比例相对较低，笔者统一选取温州10个传统产业集群及 6个新兴

产业集群(17)的龙头企业与合作伙伴研发生产部门的管理者作为调查对象，总计发放问卷 320 份，回收 271 份，回收率为 84.7%,

剔除内容缺失、随意填写问卷 20份，最终有效问卷 251份，有效率为 92.6%,传统产业集群及新兴产业集群的有效问卷数都超过

100,达到侯杰泰(2004)(18)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最低样本容量 100 的要求。 

(二)量表的信度分析 

采用 spss19.0对三个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每个量表的 KMO 和 Bartlett 值都大于0.78,说明适合

因子分析；累积方差贡献率都在 80%以上，各指标的 Cronbachα 系数都在 0.79 以上，且删除任一题项后 Cronbachα 系数并无

显著提高，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都超过 0.50,说明各个变量的划分和测度是有效的，可以将同一变量的各测试题项合并为一

个因子进行后续结构方程建模分析(见表1)。 

表 1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 

量表 KMO 值 累计方差贡献率 Cronbachα 测量指标 删除该题项的 Cronbachα 

龙头企业 

科技创新(TI) 
0.821 81.934% 0.856 

研发人员数量(TI1) 0.812 

研发人员平均工资(TI2) 0.838 

新材料的使用(TI3) 0.806 

新产品的研发投入(TI4) 0.835 

生产设备的改进更新(TI5) 0.827 

工艺流程的改进更新(TI6) 0.813 

知识溢出与 

治理效应(KS) 
0.828 82.675% 0.823 

与同行业企业的合作(KS1) 0.812 

与供应商的合作(KS2) 0.815 

与客户的合作(KS3) 0.821 

员工流动率(KS4)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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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工作经历(KS5) 0.816 

参加群内交流活动(KS6) 0.809 

产业集群 

创新绩效(IP) 
0.808 80.131% 0.862 

总专利数(IP1) 0.835 

产品结构性能改进(IP2) 0.831 

新产品研发速度(IP3) 0.821 

新产品研发成功率(IP4) 0.813 

新产品销售比重(IP5) 0.825 

投资回报率(IP6) 0.806 

 

(三)假设检验 

采用 AMOS21.0 软件导入数据对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运算，得到绝对拟合指数 Χ2/df 的值 1.735 小于 3,均接近或优

于建议值；GFI 值为 0.849,小于 0.9,不在拟合接受范围内，需要改进；相对拟合指标 CFI、NFI、TLI 及 IFI 都大于 0.9,残差分

析 RMSEA 为 0.050,小于 0.1 的上限。为了逐步消除模拟偏差可以利用 AMOS21.0 提供的修改指标 MI,通过增加残差间协方差关系

对模型进行微调，重新导入数据对初始模型进行调整并修正，模型拟合度指数达到参考标准要求(见表2)。 

表 2模型最终拟合度及评价标准 

拟合指数 χ2 df χ2/df GFI RMSEA CFI NFI TLI IFI 

数值 589.68 397 1.51 0.912 0.053 0.963 0.906 0.927 0.913 

参考标准 P>0.05 - <2 >0.900 <0.060 >0.950 >0.900 >0.900 >0.900 

 

此时绝对拟合指数 χ2/df 为 1.51<2、GFI=0.912 均优于建议值；相对拟合指数 CFI、NFI、TLI 与 IFI 都大于 0.9,RMSEA 的

值为 0.053,小于 0.06,最终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各项参数均好于初始模型，且标准化路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见表 3)。 

表 3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 

假设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P 检验 

H1 龙头企业科技创新→集群创新绩效 0.459 4.368 *** 成立 

H2 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集群创新绩效 0.186 1.878 * 成立 

 

由综述可知，不同性质的产业集群其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会有所不同，预测传统产业集群和新兴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科创行

为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为了进一步验证，区分传统产业集群样本库和新兴产业集群样本库，分别对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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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发现各个变量均有效，经过微调的模型拟合度指数均达到参考标准要求，对两样本库进行假设检验，得

到如下结果(见表4、表5)。 

表 4传统产业集群的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 

假设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P 检验 

H1 龙头企业科技创新→集群创新绩效 0.438 4.339 *** 成立 

H2 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集群创新绩效 0.122 1.867 * 成立 

 

表 5新兴产业集群的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 

假设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P 检验 

H1 龙头企业科技创新→集群创新绩效 0.488 4.459 *** 成立 

H2 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集群创新绩效 0.302 1.912 ** 成立 

 

(四)结果分析 

上述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表 3表明，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459,且在 1%的

水平下显著，意味着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

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仅为 0.186,仅在 10%的水平下显著，意味着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但

不太显著，其促进提升作用有待进一步开发。由于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不仅会提高自身创新绩效，还会给群内其他企业带来关

联效应和示范效应，因此对于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会带来显著的提升作用；而知识溢出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其对企业

创新能力的提升是肯定的，但对企业创新动力的影响是有条件的，龙头企业由于技术成果外溢得不到相应补偿甚至被恶意模仿，

会减少与群内其他企业交流合作以抑制知识溢出，这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策略会对集群创新绩效带来负面影响。个体企业

是否有动力去创新取决于创新行为的边际报酬率MPCR(Marginal Per Capital Return),当 MPCR大于 1时，即使存在知识溢出，

但企业的创新行为所能获取的收益仍超过成本，个体企业的占优策略是创新，此时集群内的创新不是公共物品博弈，集群中可

能出现知识共享、循环增加的理想状态；当MPCR小于 1时，作为理性经济体的企业自然不会选择创新，此时知识溢出反而会抑

制企业的创新动力。尤其对于规模稍大但创新能力不够占据绝对优势的龙头企业而言，由于技术水平差距不够大，其创新成果

极易被群内小企业模仿，此时知识溢出通常为单向溢出，而且小企业很容易实现创新成果的商品化，直接影响到龙头企业的创

新收益及其创新动力，知识溢出与治理的负效应显而易见，这类集群最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当集群内龙头企业和其他企

业的关系为纵向分工的配套关系，情况又有所不同，此时知识溢出虽然也是单向溢出，但不是存在于竞争企业的创新商品化阶

段，而是配套企业的创新生产阶段，知识溢出能够提升配套企业的水平，有利于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较少造成同质化竞争，

此时龙头企业更乐于加强与群内其他企业开展技术交流合作，促进知识溢出。总之要提升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对产业集群创新

绩效存在的正向影响，必然要提升创新行为的边际报酬率MPCR,即提升集群创新回报降低创新成本。 

进一步分析，表 4 和表 5 结果表明对于传统产业集群和新兴产业集群而言，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影响的

标准化路径系数均接近 0.5,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证实了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对于整个产业集群的较强带动作用。事实也证明，

不管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温州本地众多小微企业限于资金、技术、人才及战略性布局限制，可能对行业内所谓的世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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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领先技术并不重视，但是对于地缘位置临近的本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改造或创新却极为敏感，会争相模仿，因此龙头企业

的科创带动作用对于疫情之后产业集群转危为机加快转型尤为重要。相比较传统产业集群，新兴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与治理效

应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则要高很多，达到 0.302且在 5%的水平下表现显著，这是由于新兴产业如新材料、

激光光电等产业集群往往技术门槛较高，创新成果不易被简单模仿，企业间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和交易市场相对传统产业更为完

善。如前文综述所提及，新兴产业中多样化溢出发挥更重要作用，更有利于跨行业融合性技术的传播、吸收及产业链的协同创

新，较少同质化竞争，知识溢出与知识治理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正效应更显著。反之，传统产业如鞋服、制笔等产业集群通

常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创新成果容易被简单模仿，导致传统产业龙头企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往往采取抑制知识溢出的消

极治理策略，因此传统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仅为 0.122,仅在 10%的水平

下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一)简要结论 

本文以温州地区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知识溢出与治理双重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表明： 

第一，不管是对总样本库还是传统产业集群及新兴产业集群两个子样本库而言，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

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不仅会提高自身创新绩效，还会给群内其他企业带来关联示范效应，其科创带动

作用对于疫情之后产业集群转危为机加快转型尤为重要。 

第二，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则具有两面性。对于总样本库而言，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却

不太显著，其促进提升作用有待进一步开发。如果技术成果外溢得不到相应补偿甚至被恶意模仿，龙头企业就会采取抑制知识

溢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治理策略，进而对集群创新绩效带来负面影响。要提升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存在的

正向影响，必然要提升创新行为的边际报酬率。对于子样本库而言，不同类型集群中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的影响不尽相同，新

兴产业集群相较于传统产业其正效应更为显著。这是由于新兴产业集群往往技术门槛较高且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更为完善，多样

化溢出发挥更重要作用，较少同质化竞争，知识溢出与知识治理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正效应更显著。 

(二)若干建议 

相对于提升龙头企业的科创投入，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的促进提升相对复杂，需要打造多层次、多角度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治理体系。 

第一，引导支持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群内企业研发合作。 

通常龙头企业对自身创新能力关注较多，而对集群整体发展关注较少，政府应通过舆论宣传、精神奖励等方式提高龙头企

业社会责任感，同时政府还应通过减税和财政补贴等方式，给予龙头企业政策支持，鼓励龙头企业与群内其他企业进行研发合

作。当下创建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应聚拢一批研发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实现产业向全链条上下游双向拓展，可由龙头企业主导

集群创新网络中研发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帮助群内其他企业增强研发能力，从而逐步提升集群整体的创新绩效。 

第二，鼓励群内企业知识有偿共享并补偿创新阻止侵权。 

由于知识溢出与治理具有双重效应，既要维持合理的知识流动提升正效应，又要阻止侵权模仿保证溢出方收益权降低负效

应。首先，既要防止知识无效溢出又要推动知识有效流动。帮助技术门槛较低的传统行业的龙头企业采取建立保密措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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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复杂性和约束关键人员流动等方法，防止重要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溢出。打造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等公共创新平台，对

共性关键技术进行合作攻关，项目成果申请公共知识产权，推进知识流动与共享；采用共有专利的形式为小微企业模仿创新提

供更多公共知识，禁止企业利用技术形成垄断。其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鼓励技术交易。创新商品化阶段的模仿最容易

产生知识溢出负效应，部分传统产业龙头企业应强化维权意识，及时申请知识产权进行确权，行业协会或特定区域内部认可的

“土专利”可作为补充确权。鼓励技术创新，推行专利共享、技术交易、合作创新等有偿共享方式，改变群内小微企业模仿创

新占优策略的预期，形成自主创新的新型规范。最后，建立侵权处罚制度并补偿创新者。阻止侵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惩罚，包

括社会性惩罚与经济性惩罚等，用以降低侵权者的侵权动机与潜在收益，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政府还可采取税收、补贴、奖

励等方式对部分龙头企业进行补偿，提升其创新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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